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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文化因素组态效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一项基于fsQCA方法的研究

石声萍,  何新月,  杨    刚,  洪    静,  王双龙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 本文以重庆、江苏的42家企业为案例样本，基于组织文化视角，结合中国制度转

型背景下的政策环境特性，应用组态思维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整合了政策环境层面与

组织文化层面的6个前因条件，探讨了影响企业创新的多重并发因素与因果复杂机制。研究发

现：（1）单一的政策环境因素或组织创新文化因素无法有效激励企业创新，需要在相互间的联

动匹配中共同影响创新绩效。（2）政策环境和组织创新文化相交互的创新模式是企业实现创

新激励的最佳选择，并存在2类产生高创新绩效的创新模式，即价值观主导型和内外协同型。其

中，内外协同型相较价值观主导型在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3）产生

非高创新绩效的模式有1类，且与导致高创新绩效的2类创新模式并非相互对立。研究结论拓展

了政策环境与组织文化匹配的创新视角，有助于深入理解创新激励机制，为企业有效激励创新

提供理论参考和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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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全球创新版图与经济结构的关键时期，创新作为引

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因其关键性与重要性受到国家的长期

重视，也给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然而，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适应创新驱动的

体制机制尚未建立健全，制度缺失、环境动荡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桎梏了创新活动的有效开

展。加之组织内部创新动力不足、创新资源匮乏等问题所滋生出的风险因素，往往使企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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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一生”。
如何破解企业创新困境？一方面，一些学者关注企业所处的政策环境，认为在当前中国的

经济和科技体制背景下，有效的政策引导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制度缺失给企业带来的负面效

应（李颖等，2018），成为市场机制的有益补充和企业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大量研究通过检验不

同类型政策工具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为此提供了证据（周海涛和张振刚，2015；周江华等，2017；
陈红等，2019）。但仍有学者对政府支持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认为不同的政府支持方式对企业创

新的影响存在巨大差异（曾萍等，2014）。尤其以政府偏好为导向的政策激励方式，因其忽视企

业在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反而会对创新产生消极影响（白旭云等，2019）。鉴于有关政策可以有

效激励企业创新的观点尚未得到相关经验研究的一致性支持，学者们开始呼吁关注企业内部

的政策感知及其真正的创新需求（李晨光等，2018）。另一方面，大量学者聚焦于组织因素探讨

影响企业创新的内在机理，并强调组织文化在创新机制运转过程中的强大推动力（Hogan和
Coote，2014）。研究表明，组织文化不仅会显著影响企业绩效（Homburg和Pflesser，2000），亦对

员工态度和组织效率产生深远影响（Gregory等，2009），其对于内部行为的塑造甚至超越了正

式控制系统、程序与权力（O’Reilly III等，1991）。创新文化作为组织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Brettel和Cleven，2011），由指导个体或群体开展创新相关活动的物质基础、规范、信念和价值

观组成。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外部环境下，政府可通过各类创新激励政策和手段，对企业的创

新导向和文化氛围施加重要影响。而不同的企业具有不同的组织文化，其价值取向的不同决定

了创新政策感知及响应的差异性，进而影响着创新模式的抉择与实施。可以说，组织文化很大

程度上作用着内外环境因素效用的发挥（王成刚和石春生，2018）。然而，以往研究大多局限于

组织内部认为创新文化是组织的内生产物，忽略了在我国制度转型背景下，企业内部创新文化

不同层次与外部政策环境的联动效应。因此，政策环境与组织创新文化的关系如何？企业如何

充分整合内外部条件以有效激励创新？还需进一步探索。

实际上，企业创新机制的运转具有复杂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特征。现有研究虽已对政策环

境或组织文化单一层面因素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做了诸多探讨，但往往囿于多元回归或交互效

应分析的局限（假定变量间相互独立，以及因果的对称性）（Fiss，2007；杜运周和贾良定，

2017），鲜有细致考察过企业内外部因素如何协同联动以达到创新激励的效果。毫无疑问，运用

整体的分析视角，揭示当前中国制度转型背景下政策环境与组织创新文化多重条件间的联动

匹配关系，不仅有助于研究者充分理解创新现象的相互依赖性和因果复杂性，推动解决“为何

政府支持鼓励企业创新，却未必达到预期效果”这类长久以来困扰学术界与实践界的现实问

题，还能为管理者有效利用内外部资源激励创新提供思路与方案。因此，本研究从组织文化视

角出发，结合中国制度转型背景下的政策环境特性，应用组态思维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fsQCA）整合政策环境层面与组织文化层面，阐

释企业创新背后多重条件间的复杂互动本质，以揭示政策环境与组织创新文化之间的可能性

组合，厘清有效激励创新的机制，寻求外部环境、内部条件和管理目标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具

体地，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在不同类别的创新政策支持下，不同的组织创新文化体现出

来的企业创新模式有哪些？哪些模式能更有效地提升创新绩效？哪些模式会使创新受到制约？

激励创新与抑制创新的模式之间有何联系？

二、  文献综述与模型构建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的基本观点，组织为了生存势必要依赖一些无法自给自足的外部资源，

管理者在做出战略选择和调整之前，必须先充分认清组织对环境的需求和依赖（Pfeffer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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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ancik，1979；Hrebiniak和Joyce，1985）。政府支持反映了行政机构（如政府部门）为减少国家

处于经济转型期由于制度缺失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而提供的支持（Li和Atuahene-Gima，
2001）。随着创新体系中市场失灵的出现，以及面对企业在财务、技术、生产等方面的诸多创新

风险（尹作亮，2012），政策干预呼之欲出。在我国经济转型背景下，政府拥有资源配置的权利

（李颖等，2018），脱离政府支持和干预的技术创新实则是一种理想状态（郭捷和齐央宗，2017）。
支持性政策不仅为企业带来信息、技术、资金等资源，也使企业在战略决策中更具自主权

（Bowman和Hurry，1993）。大量研究证实了政府可通过有益的政策工具组合与项目达到激励企

业创新的目的。比如，政府补助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企业在市场的声誉，能够缓解外部合法性

不足的问题（陈红等，2019）。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投资者了解企业技术以正确评估其价值，为

企业带来研发资金（Anton和Yao，2002；Ueda，2004）。税收优惠则可通过减轻企业研发成本提

高创新绩效（Xu和Xu，2013）。然而，仍有部分研究表明并非所有创新政策都能达到激励企业创

新的预期效果。一些政策仅促使了企业技术创新数量，另有部分政策甚至对企业技术创新数量

和质量都未产生影响（陈强远等，2020）。究其原因，一是政府在使用甄选性的政策工具时，缺乏

科学合理的标准来识别出最需要政府支持的目标企业；二是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政策支持

对于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性，因而罔顾甄选标准，千方百计挤入政策支持的“笼子”（曾萍等，

2014）。即政策支持行为与创新需求二者之间存在着非匹配现象（郑烨和吴建南，2017）。为破解

这一现实困境，学者们意识到不应忽视企业在创新中的主导作用（白旭云等，2019）。并尝试从

组织内部的政策感知、创新意愿以及企业家决策偏好出发，深入挖掘政策作用于企业创新的内

在机理（苏敬勤和耿艳，2014；李晨光等，2018）。事实上，组织文化、组织资源稀缺程度、组织技

术能力等因素都影响着政策工具的选择及其实施效果（Jaumotte和Pain，2005）。尤其组织文化，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创新的态度、价值观、行为规范等，影响企业政策感知与创新决策的适配，而

现有研究却对此缺乏充足考量。

随着创新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们普遍认识到组织创新文化是影响创新的重要因素。

Schein（1992）将组织文化定义为一个群体在解决其外部适应性问题以及内部整合问题时习得

的一种共享的基本假设模式。组织文化作为一种强大却不可见的社会影响力，在潜移默化中改

变着人们的感知、信念、行为。Fons-Boronat（1992）指出，为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观念，组织应将

建立创新型组织文化作为一种管理行为。由此，学者们通过对创新文化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

究，检验了前者为后者做出的重要贡献（Brettel和Cleven，2011；Büschgens等，2013；王成刚和石

春生，2018），并将组织创新文化划分为价值观、制度规范、行为模式和物质工件四个主要维度

（Schein，1992；Homburg和Pflesser，2000）。其中，制度规范、行为模式和物质工件属于组织的外

显文化，包含企业为激励员工创新在章程、生产资料、组织结构等人工要素的设置，深入到个体

间人际关系、情感表达等方面，构成创新的组织氛围。个人的行为意愿在这种组织氛围下得以

转变（Ajzen和Fishbein，1980），通过自我重新挖掘、审查并且尽可能改变一些与创新导向不符

的认知结构，形成乐于分享、敢于冒险创新的潜在价值观。而个体对问题的认知及观念往往是

触发创新行为的起始与关键（Scott和Bruce，1994），由此促使员工进行创新想法实践（阎亮和张

治河，2017），提升创新绩效。总体而言，现有关于创新文化的大量研究，往往局限于组织内部并

将创新文化视作组织的内生产物，政策环境作为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外部因素却很少被考虑

其中。实际上，政府支持创新所营造出的文化和社会氛围有助于组织创新文化要素的形成。反

过来，这些文化要素代表了在特定工作领域中，组织成员所共有的相对动态且对外部影响敏感

的观念和取向（Berson等，2008）。其不仅能够促使企业感知与应对外界环境变化，还能引导企

业快速做出反应（Thornberry，2003）。尤其对于转型经济体而言，政策支持为企业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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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重要支撑。企业管理者在进行创新模式的决策与实施前，往往需要对外部环境的政策和

市场因素进行充分的感知、识别与考量，组织创新文化则在其中起到不容小觑的作用。

综上所述，虽然学者们普遍认同政策环境因素与组织文化因素对激活企业创新的重要作

用，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现有研究通常局限于政策环境或组织文化的某一层面，忽视

了中国制度转型的特殊情境下，政策环境因素与组织文化因素的协同效应对创新结果的影响。

一方面，政策本身具有针对性和动态性；另一方面，组织创新文化的差异性决定了其价值取向

的不同，导致企业对创新政策感知和响应的差异性。也即，既有研究普遍基于“净效应”思维的

回归分析方法难以有效揭示这两个层面不同条件之间的互动关系。

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将组织创新文化纳入组态分析，与组织所处的政策环境相匹配，构建

一个“政策—文化—创新”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探讨政策环境与组织文化因素组态效应对创新

绩效（innovation performance，简称IP）的影响。其中，为探明转型背景下企业对创新政策的需求

偏好及感知情况，本研究参考Rothwell和Zegveld（1985）、陈向东和胡萍（2004）、李晨光和张永

安（2012）、张永安等（2015）、郭捷和齐央宗（2017）的研究，将政策划分为应用类激励政策、研发

类激励政策及成长类激励政策三种类别。另外，以Schein（1992）的文化三层次模型为基础，参

考Martín-de Castro等（2013）、陈春花等（2018）的观点及划分方式，将组织创新文化划分为精神

文化、制度文化及行为文化层。即通过政策环境与组织文化两个层面的6个前因条件来探讨影

响创新绩效差异的多重并发前因及动态匹配机制。其中，政策环境包含应用类激励政策

（applied policy，简称AP）、研发类激励政策（R&D policy，简称RP）、成长类激励政策（growth
policy，简称GP），组织文化层面包含创新价值观（innovation value，简称IV）、创新制度

（innovation institution，简称II）、创新行为（innovation behavior，简称IB），分析模型如图1所示。
 
 

协同联动

应用类激励
政策 (AP)

研发类激励
政策 (RP)

成长类激励
政策 (GP)

创新价
值观(Ⅳ)

创新制
度(Ⅱ)

创新行
为 (IB)

组态匹配

政策环境层面

组织文化层面

高创新绩效

非高创新绩效

图 1    创新激励机制模型
 

（一）政策环境层面

关于激励企业创新的政策因素，国内外学者尚未形成统一界定。有学者将其定义为政府促

进企业创新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工具的组合（郑烨和吴建南，2017）。Shu等（2015）提出是政

府所执行的有益的政策和项目、技术支持、资金支持以及帮助企业获取的各种许可。综合现有

学者对政策因素的理解，本文将其界定为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为因地制宜推进企业发展，刺激

和干预企业创新研发活动，所采取的一系列科技创新政策。参考关于创新政策分类的研究将政

策因素划分成应用类激励政策、研发类激励政策及成长类激励政策三种类别（Rothwell和
Zegveld，1985；陈向东和胡萍，2004；李晨光和张永安，2012；张永安等，2015；郭捷和齐央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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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涵盖支持企业发展、产品研发到应用的各项政策。其中，应用类激励政策（AP）主要指政

府对企业在科技成果应用方面的激励政策（陈向东和胡萍，2004），旨在激励企业将科技研发成

果产业化。研发类激励政策（RP）侧重于对企业研发创新方面的激励，通过创新环境优化促进

企业技术创新（曾萍等，2014）。成长类激励政策（GP）则注重引导企业成长壮大，通过企业培育

和要素保障推动其发展壮大。每个类别的政策从不同方面根据企业创新活动的不同诉求对其

进行支持、引导和激励。通常，随着不同类别的创新政策不断覆盖，企业的创新活动能得到明显

的导向、激励及规范作用，创新绩效也能得到相应提升（张永安等，2016）。
（二）组织文化层面

精神文化，具体指创新价值观（IV），即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形成的独具本企业创新特征的

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其内在价值是充当指导个人行为的社会原则或哲学，为组织规范和实践

提供一个更清晰的框架（O’Reilly III等，1991），也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一个能够影响创新活动开

展的隐性机制（Hogan和Coote，2014）。通常，拥有创新价值观的个人，更具备冒险、共享、开放

和容忍等特质，在面对组织创新活动的开展上持有更强的行为意愿与态度。创新意愿代表了创

新主体在一定情境下愿意创新的动机和创新愿望强度（克里斯•阿吉里斯，2007），人们通过行

动与学习建立信念与态度，进而影响实际行为（胡婉丽，2013）。故而，创新价值观强的组织更倾

向于产生提高创新绩效的行为。

制度文化，具体指企业创新制度（II），即具有本企业创新文化特色的各种规章制度、道德

规范以及员工行为准则的总称。通常，组织通过正式的控制系统来评估创新行为或结果的有效

性，并配合一定的非正式控制来引导和激励组织个体产生益于创新的态度和行为（O’Reilly，
1989）。对于员工来说，这些规范就如一系列可接受的行为期望，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和压力。

因此，创新行为可能来自例如支持新的组织信息交换方式等企业规范（O’Reilly III等，1991；
Schein，1992）。员工在具有一定创新制度规范的企业中，执行创新行为的可能性更大，更有可

能为组织带来创新绩效的提升。

行为文化，具体指创新行为（IB），即组织个体在生产经营、学习娱乐中产生的创新活动，包

括企业家行为和员工行为（陈春花等，2018）。个体创新行为往往源自企业家价值观引导或组织

创新氛围影响，比如，企业家通过自身不懈探索的精神带动员工进行研发创新；亦或通过营造

创新氛围提升员工创新行为意愿（王金凤等，2017），推动创意执行。而创新行为正是将创意转

化为成果的关键，因此本研究认为，具备创新行为文化的组织通常更易创造新的价值增长点，

进而带动创新绩效提升。

三、  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研究方法

QCA方法是用以解决组态现象相互依赖性和因果复杂性的一种“案例导向”方法，由

Ragin于1987年提出（Rihoux和Ragin，2009）。本研究选用fsQCA方法进行分析的主要原因有以

下四点：第一，以往研究以及本文研究者参与的企业调研均表明，企业创新是基于内外部因素

互动引发的复杂现象。因此，要探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路径，仅基于前因变量间的独立作用

或两两交互作用的统计分析不足以解释其不同条件之间如何协同联动影响企业创新。而

QCA方法从整体论出发，通过对众多因素间的复杂因果关系进行分析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

（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第二，企业创新模式的多样性和有效激励创新的结果表明，可能存在

多条提升创新绩效的等效因果链。QCA方法则有助于研究者识别出具有等效（equifinality）结
果的前因组态，理解不同前因条件下导致创新绩效提升的差异化模式，并进一步讨论条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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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与替代关系（谭海波等，2019）。第三，从管理实践来看，即便部分企业积极响应创新政策，

但仍难以避免创新绩效低下的问题。QCA可以更好地回答非对称（asymmetry）问题，即产生高

创新绩效的原因与非高创新绩效的原因并非相互对立。第四，本研究选取了42家案例样本，且

对其内、外不同层次的众多影响因素进行考察，难以通过统计方法得出稳健的结果。而适用于

小样本的案例研究方法又无法通过手动方式对42家案例企业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并总结规律

（王凤彬等，2014）。QCA方法不仅适用于大、中、小等样本的跨案例比较，也可以进行跨层分

析，一定程度上能确保本研究结果的外部推广性。

（二）数据的收集

本研究选取的案例企业主要来源于重庆、江苏两地，利用研究者的社会资源，对事先联系

好的科技园区、MBA学员所在企业进行问卷发放，填答对象包括企业管理者及员工。为遵循

QCA对于中小样本的案例选择原则——保证案例总体的充分同质性和案例总体内的最大异

质性（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以及达到案例数量和条件数量之间良好的平衡——中等样本的

分析（例如，10—40个案例）中，通常选择4—6个前因条件（伯努瓦•里豪克斯和查尔斯•拉金，

2017）。本研究按照以下标准进行研究案例的甄选：①案例企业受到创新政策的引导与激励；

②保持一定的创新活动开展，并存在创新绩效高的“正面”案例，也存在创新绩效低的“负面”案
例；③数据的可得性，以保证研究过程中能够对案例企业进行访谈与追踪。由此甄选出42家能

突出企业间创新绩效差异性的案例企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推广性。从2019年11月至2020年
1月，历时3个月，一共发放问卷14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117份，有效回收率为84%。

（三）变量的测量

1. 结果变量

创新绩效。借鉴Zhang和Li（2010）在中国情境下测量科技型企业创新绩效时使用的量表，

包含5个题项，采用Likert-5评分法进行。通过请被试评估其企业在五个方面与主要竞争对手相

比的成功程度来度量企业的创新绩效，典型题型如“与主要竞争对手相比，我们公司持续推出

新产品”等。

2. 前因条件

（1）政策环境

为测量创新政策对企业的影响程度，本研究首先根据国家科技部发布的《科技部办公厅关

于开展2018年度科技创新政策评估工作的通知》（国科办函政[2018]320号）中所涉及的科技创

新政策，对重庆市科学技术局、江苏省科技厅官网2006年至2019年间公布的各类别引导政策、

《政策法规》《科技创新政策清单》《科技创新政策》等进行政策条目的梳理，合并含义完全一致

或基本一致的条目，初步选取23条。其次，对12家受到创新政策激励的典型企业（其中重庆市

7家、江苏省5家）及政府相关部门（包括政策研究、科技、知识产权、财政、统计等8部门）进行访

谈调研。参考魏江等（2016）的数据处理方式以及现有研究关于创新政策的内涵与分类

（Rothwell和Zegveld，1985；陈向东和胡萍，2004；李晨光和张永安，2012；张永安等，2015；郭捷

和齐央宗，2017），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处理，根据所凝练的二级主题保留关键条目18条，数据

结构如表1所示。最后，邀请相关政策制定部门专业人士、政府人员、企业管理者与本研究团队

对余下条目的政策易用性和政策实用性两方面进行评价，借鉴Pierce等（2014）和李晨光等

（2018）的研究运用Likert-7评分法进行，若某一政策的易用性或实用性平均得分低于4分，则考

虑删除。经由专家评议和修正，最终保留1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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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据结构示例

一级概念 二级主题 维度集合
关于政府为培育和激励研发平台的陈述（如“科技平台奖
励”“研发机构专项支持”等）

研发平台建设

研发类激励政策
关于政府为资助和引进高层次人才的陈述（如“科技领军
人才计划”“研究人员资助”等）

高层次人才引进

关于政府为引导投资支持研发创新的陈述（如“发明专利
资助”“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

创新投资
 
 

为确保调查问卷的信效度，研究人员针对重庆和江苏两地部分企业高管进行了预试问卷

发放，回收有效问卷58份，并对其进行信度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其中，三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都达到0.77以上，总体信度水平较好。探索性因子分析中得到KMO值为0.83，
Bartlett球形度检验达到显著水平，表明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同时，采用正交旋转法得到

3个因子，其累积方差解释率为71.7%，说明总体上因子结构较清晰，因子的归属较好。最终，获

得应用类激励政策6条，研发类激励政策6条，成长类激励政策3条，共15条。应用类激励政策主

要指政府对企业在科技成果应用方面的激励政策，如“科技创新券政策”等；研发类激励政策侧

重于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如“企业研发平台建设支持政策”等；成长类激励政策则注重引导

企业成长壮大，如“专精特新”“小巨人”“隐形冠军”等政策。问卷询问被试其企业受创新政策的

影响程度，以4个选项分别赋予1至4的整数得分进行。若选择“没听说过”记1分，代表企业受创

新政策的影响最小；“听说过没申报”记2分，表示企业受创新政策的影响一般；“听说过申报了

但没享受到”记3分，表明企业受创新政策的影响较大；“听说过并享受了”记4分，说明企业受创

新政策的影响最大。

（2）组织创新文化

创新价值观。该变量反映组织成员拥有的指导创新行为的态度、信念和价值观。借鉴胡婉

丽（2013）开发的创新意愿量表，包含创新态度、主观规范及感知行为控制3个维度。其中，创新

主体对待创新的态度与其价值观紧密相连，包括如何看待创新行为，是否值得创新等（胡婉丽，

2013）；主观规范体现在创新主体感受到的来自企业外部环境和组织管理者的创新导向与期

望，一定程度上对其形成创新压力和驱动力（李柏洲等，2014）；感知行为控制则强调行为主体

对能否完成创新任务所持有的信心程度（胡婉丽，2013）。典型题项如“我觉得采取新的构想或

问题解决方式是有利的”，采用Likert-5评分法进行测量。

创新制度。该变量反映企业为鼓励员工创新所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本研究

借鉴杨百寅等（2013）为测量中国情境下的组织创新氛围编制的量表，其研究中揭示了组织创

新氛围的三个关键要素为价值导向、制度激励和人际互动。其中，制度激励要素反映了组织为

鼓舞员工创新所采用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规范（杨百寅等，2013），包含评价激励、学习培训、资

源保障及典型示范4个维度。本研究选取制度激励要素的17个题项对组织创新制度进行测量，

典型题项如“公司的绩效考核体系中明确有与创新相关的指标”等，采用Likert-5评分法进行。

创新行为。该变量反映组织成员在价值观和制度引导下的一系列行为及处事方式。借鉴杨

付和张丽华（2012）使用的创新行为量表，该量表是根据Scott和Bruce量表结合中国情境修订而

成，一共6个题项，典型题项如“我总是寻求应用新的流程、技术与方法”，采用Likert-5评分法进

行测量。

（四）信效度分析

由于单份问卷的填答由一名填答对象独立完成，为避免同源性偏差（common method
Bias，简称CMB），本研究利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同源方差检验。结果显示，累积解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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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变异程度为78.611%，第一个因子的解释方差变异程度为31.003%，未超过50%（Podsakoff和
Organ，1986），即不存在一个解释力度大的因子。由此推断，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同源性偏差。

与此同时，本研究对各变量进行信效度检验。在验证性因子分析中，将成长类激励政策中

标准化因子载荷低于0.5的题项删减后，其检验结果由表2所示。三类激励政策、创新制度、创新

行为、创新价值观及创新绩效的Cronbach’s α系数和组合信度（CR）均在0.70以上，表明问卷具

有较好的信度。此外，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结构效度的检验（徐广平等，2020），结果显

示，KOM值均高于0.80，累积解释方差变异程度最小为62.690%，各题项因子负荷均在0.50以上

（吴明隆，2010），且各变量AVE均达到大于临界值0.5的指标准则，表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
 

表 2    各变量的信效度检验

研究变量 Cronbach’s α 组合信度（CR） AVE

政策环境
应用类激励政策（AP） 0.853 0.875 3 0.548 1
研发类激励政策（RP） 0.890 0.887 4 0.571 5
成长类激励政策（GP） 0.705 0.726 4 0.572 8

组织创新文化
创新价值观（IV） 0.937 0.966 8 0.648 6
创新制度（II） 0.957 0.976 7 0.713 3
创新行为（IB） 0.932 0.933 0 0.699 4

创新绩效（IP） 0.928 0.929 3 0.724 5
 
 

（五）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分析之前，本研究将获取的原始数据对其变量进行了加总平均处理，并采用SPSS
20.0软件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如表3所示。
 

表 3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统计指标

前因条件
结果变量

政策环境 组织创新文化
应用类激励
政策（AP）

研发类激励
政策（RP）

成长类激励
政策（GP）

创新价值观
（IV）

创新制度（II） 创新行为
（IB）

创新绩效
（IP）

均值 2.18 2.00 1.46 3.99 3.94 3.85 3.93
标准差 0.78 0.59 0.47 0.38 0.62 0.54 0.71
极大值 4.00 3.17 3.00 5.00 5.00 5.00 5.00
极小值 1.17 1.00 1.00 3.31 1.71 2.00 2.00

 
 

（六）变量的校准

采用QCA方法要对测量的变量进行再校准，转换为集合概念，即依据由理论和实际的外

部知识或标准设定3个临界值：完全隶属（full membership）、完全不隶属（full nonmembership）
和交叉点（cross over point）（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将原始的定距量表数据转化为0~1间的隶

属分数（Ragin，2008）。参考以往研究并结合经验知识（Linton和Kask，2017），本研究选取各变

量的中位数、20%分位数和80%分位数为其交叉点、完全不隶属及完全隶属临界值。各变量的

校准临界值如表4所示。

四、  实证分析

（一）必要条件分析

一般来说，一个必要条件可以被视为结果的一个超集（superset），充分条件（通常，充分的

条件组合）构成结果的子集（伯努瓦•里豪克斯和查尔斯•拉金，2017）。为避免任何构成结果的

超集以及作为必要条件的有意义的条件在真值表分析中被简约解消除，本研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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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QCA3.0对各项条件进行了必要性检验，

检验结果由表5所示。其中，未出现一致性

分数高于0.9的条件，由此推断不存在对产

生高和非高创新绩效解释力度大的单项前

因条件。

（二）组态分析

基于必要条件分析，将各前因条件纳

入模糊集真值表分析程序，设定案例频数

阈值为1，一致性大于0.75，并选用PRI一致

性大于0.70的标准值。在获得中间解的反

事实分析中，由于必要性检验中未出现对

结果解释力度大的前因条件，加之现有研

究关于政策环境因素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尚

未达成一致性结论，而组织文化研究中通

常认为创新文化因素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企业创新。故而，本研究假设政策环境层面的3个前

因条件“出现或缺乏”都有可能导致高或非高创新绩效，组织文化层面的3个前因条件均“出现”
可能产生高创新绩效，均“缺乏”则可能导致非高创新绩效。

得出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其表述方式参考Ragin（2008）等的研究。用“●”表示该前因条件

在组态中出现，“○”表示该前因条件在组态中缺乏。其中，大圈表示核心条件，小圈表示边缘条

表 4    各变量的校准临界值

研究变量
临界值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前因条件

政策环境
应用类激励政策（AP） 2.93 2.00 1.45
研发类激励政策（RP） 2.47 2.00 1.39
成长类激励政策（GP） 2.00 1.50 1.00

组织创新文化
创新价值观（IV） 4.18 4.00 3.75
创新制度（II） 4.37 4.00 3.55
创新行为（IB） 4.17 4.00 3.50

结果变量 创新绩效（IP） 4.52 4.00 3.51

表 5    前因条件的必要性检验

前因条件
结果变量

高创新
绩效

非高创新
绩效

政策环境

AP 0.64 0.53
~AP 0.53 0.62
RP 0.69 0.49
~RP 0.51 0.70
GP 0.60 0.44
~GP 0.60 0.74

组织创新文化

IV 0.75 0.41
~IV 0.49 0.81
II 0.76 0.45
~II 0.45 0.74
IB 0.64 0.47
~IB 0.60 0.76

　　注：“~”表示逻辑运算的“非”。

表 6    产生高、非高创新绩效的组态

前因条件
高创新绩效 非高创新绩效

H1 H2 NH1

应用类激励政策（AP） ○ ● ○
研发类激励政策（RP） ● ● ○
成长类激励政策（GP） ○ ○
创新价值观（IV） ● ●
创新制度（II） ● ○
创新行为（IB） ○
一致性 0.920 0.948 0.852
覆盖度 0.229 0.442 0.345
唯一覆盖度（unique coverage） 0.104 0.316 0.345
解的一致性（solution consistency） 0.928 0.852
解的覆盖度（solution coverage） 0.545 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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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空格表示该前因条件可有可无，即出现或缺乏对于结果的产生不重要。

根据分析结果，产生高创新绩效的组态有2条：H1、H2。其中，2条组态的一致性分别为

0.920、0.948，均大于0.80，表明所有项是高创新绩效的充分条件。解的总体一致性为0.928，进一

步说明了2条组态为产生高创新绩效的充分条件。解的总体覆盖度为0.545，表明求得的组态解

释产生高创新绩效的主要原因。此外，产生非高创新绩效的组态有1条：NH1。其一致性为

0.852（≥0.80），覆盖度为0.345，证明该组态是结果的充分条件，解释了近35%产生非高创新绩

效的原因。下文将结合案例，分别对产生高与非高创新绩效的组态进行分析。

1. 高创新绩效的创新模式分析

鉴于产生高创新绩效的各组态中都出现了核心条件研发类激励政策（RP）和创新价值观

（IV），为了更好地识别不同创新模式的差异性，本研究根据2条组态各条件的出现情况，并结

合案例企业调研中观察到的实际现象，将其分别命名为价值观主导型和内外协同型。分析如下：
（1）价值观主导型。组态H1：~AP*RP*~GP*IV，表明无论组织是否制定了激励创新的制度

规范以及成员在行为与处事方式上是否具备积极的创新性，只要组织内部拥有良好的创新意
识和观念，在充分享受到研发类激励政策的情况下，即便应用类激励政策和成长类激励政策的
支持较为缺乏，仍能驱动高创新绩效产生。根据组织文化理论，人们通过群体共享的信念行事
（Schein，1992）。通常，以创新为导向的企业在战略流程、组织愿景与使命上具备积极主动的创
新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组织个体的创新意愿与观念，赋予其创新动力与自我效能感，推动
创新研发工作的开展。与此同时，注重创新的价值取向有助于企业适配相关的研发类激励政
策，进一步促使研发成果产出与转化。此组态的典型案例是XPT蔚来驱动科技公司，该公司是
蔚来汽车的全资子公司，一直以来以用户为中心，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环保、高效、安全的智能化
电动力平台解决方案。战略理念上，该公司秉承了“NIO蔚来”表达追求美好明天和蔚蓝天空、
为用户创造愉悦生活方式的愿景，寓意开放、未来、行动和前进。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产业受到
国家重视，政府在技术研发、智能网联、补贴等方面出台了相关政策支持产业发展。依托母公司
产业联盟、开放创新的文化理念以及充分的政策优势，蔚来驱动科技作为配套新能源汽车电机
企业，从驱动电机装机量和性能指标来看均表现良好，多种技术路线的并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
展现了公司的创新能力。

（2）内外协同型。组态H2：AP*RP*IV*II，表明企业充分享受到外部应用类和研发类激励政
策的扶持，匹配内部良好的创新观念及制度氛围，不管是否享受到成长类激励政策、具备积极
的创新行为，都能实现高创新绩效。在政策感知的情况下，主体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基于利益需
求，其创新意愿演化为执行意愿，当形成共同意愿时产生创新行为；企业创新行为反过来又会
作用于政策体系，形成互动的闭环（苏敬勤和耿艳，2014）。具体而言，企业管理者通常先于下级
员工感知到外部政策取向，并根据组织条件匹配相符的创新政策。同时，在组织内部进行创新
价值观培养和制度文化建设以达成内外环境的协同互动，进而推进创新机制运转。此组态的典
型案例是杰莱特（苏州）精密仪器有限公司，该公司是一家外商独资企业，从事光学镀膜机研
发、生产和销售。基于优良的设施设备和领先的专利技术，在充分获得创新政策的激励的同时，
杰莱特从战略目标的制定到创新理念的倡导，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创新文化体系，达到了内外协
同激励的创新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成长类激励政策与创新行为文化的作用在运用该模式实现
高创新绩效的企业中显得并不突出。根据本研究对案例企业的追踪调研发现，部分企业具备创
新的先天优势，依托母公司或自身研发资源（如博世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
公司等），已形成一套成熟完善的创新运行机制，员工只需跟随并执行上级下达的任务便可有
效促进创新项目的实施。

比较2类创新模式发现，内外协同型的覆盖度较高，它解释了高创新绩效结果的44%，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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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案例，表明较多企业是通过政策环境与组织创新文化的协同驱动创新绩效的提升。另外，
2类创新模式也说明了创新激励并非单一路径，只要适当的政策条件与相应的组织创新文化联
动匹配，均可殊途同归提升创新绩效。验证了政策环境支持与组织创新文化能够相互匹配以传
递创新激励效应。

2. 非高创新绩效的模式分析
组态NH1：~AP*~RP*~GP*~II*~IB，表明无论组织成员是否具备开发创新的意识，只要企

业缺乏优良的创新制度激励，且员工缺乏积极的创新行为响应，伴随政策环境支持的缺失，便
会抑制创新。需要指出的是，该组态表明在企业既未感知到政策激励，也未实施激励创新的制
度，且创新行为欠佳的情况下，其创新价值观与非高创新绩效无关。即在政策环境与各项外显
文化均未对创新产生影响的情况下，即便个人具备创新的潜在价值观也无法形成高创新绩效。
此组态的典型案例是佳途精机科技、张家港速奔特贸易等公司。由分析结果可知，组态NH1解
释了结果变量的近35%，覆盖了6个案例，即部分企业是因为NH1模式抑制了创新。这验证了在
制度转型的特殊情境下，缺乏政策的支持与激励，加之组织内部制度文化与行为文化的激励欠
佳，企业创新变得举步维艰。

对比上述3个组态发现，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原因具有非对称性，即2类高创新绩效模式并

非是“非高”模式的对立面。同时，对比组态H2与NH1可以发现，前因条件成长类激励政策、创

新价值观和创新行为也存在非对称性，即优越的应用类和研发类激励政策支持、良好的创新价

值观与优良的创新制度组合便能产生高创新绩效，与成长类激励政策及创新行为条件无关

（H2），而缺乏优越的政策环境支持、优良的创新制度与积极的创新行为则会抑制创新绩效的

提升，与创新价值观条件是否出现无关（NH1）。
（三）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产生高创新绩效的组态的稳健性，本研究通过调整一致性阈值以及改变校准临界

值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张明等，2019）。首先，一致性阈值从0.75提高至0.80，案例频数保
持不变，其结果相较于调整前未发生变化。其次，将所有变量的完全隶属临界值变更为90%分
位数，完全不隶属临界值变更为10%分位数（Linton和Kask，2017），一致性阈值为0.80，案例频
数依旧不变，其结果如表7所示。对比表6和表6中高创新绩效组态可以看出，组态H1和H2的条
件完全一致。在拟合参数上，两个组态的一致性、解的总体一致性以及解的总体覆盖度仅有细
微变化。根据Schneider和Wagemann（2012）提出的两个判定标准（拟合参数差异和集合关系状
态），发现本研究的结论具备良好的稳健性。
 

表 7    产生高创新绩效的组态

前因条件
高创新绩效

H1 H2
应用类激励政策（AP） ○ ●
研发类激励政策（RP） ● ●
成长类激励政策（GP） ○
创新价值观（IV） ● ●
创新制度（II）　 ●
创新行为（IB）　
一致性 0.929 0.962
覆盖度 0.262 0.474
唯一覆盖度（unique coverage） 0.091 0.303
解的一致性（solution consistency） 0.942
解的覆盖度（solution coverage） 0.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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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启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问卷与访谈调查了重庆、江苏两地42家企业，立足创新政策与组织创新文化的

联动匹配关系，应用组态思维和fsQCA方法整合了政策环境与组织文化2个层面6个条件因素，

探讨了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差异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因果复杂机制。最终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政

策环境因素与组织文化因素均无法单独构成高与非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第二，产生高创新

绩效的创新模式有2类，即价值观主导型和内外协同型。其中，价值观主导型由高应用类激励政

策缺乏、高研发类激励政策、高成长类激励政策缺乏和高创新价值观联动匹配而成；内外协同

型由高应用类激励政策、高研发类激励政策、高创新价值观以及高创新制度联动匹配而成。此

外，内外协同型相较价值观主导型更有可能有效提升创新绩效，即政策环境支持与组织创新文

化的协同对企业创新激励效用更大。第三，抑制创新的模式有1类，且与2类创新模式存在非对

称关系。对比抑制和激励创新的两种模式发现，成长类激励政策、创新价值观和创新行为亦具

有非对称性。

（二）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本研究以组织文化理论为视角，结合中国制度转型背景下的政策环境特性，将环境

层面的政策因素与组织层面的创新文化因素相融合提出了一个“政策—文化—创新”的整合性

分析框架。一方面，创新政策作为转型背景下制度缺失的重要补偿机制，实施效果却不确定（白

旭云等，2019）。本研究从组织文化视角呼应了学者们关于政策激励需关注企业内部感知与创

新需求的观点（李晨光等，2018），打开了政策激励传递至组织内部这个过程的“黑箱”，有助于

从微观层面解决创新政策激励失效的困境。另一方面，组织文化作为能够有效感知与应对外界

环境的重要内部因素，现有研究对其与环境层面相互作用的探讨却较为有限。本研究拓展了组

织文化理论在环境层面的发现，深入剖析了组织创新文化的不同层次与外部环境中政策因素

的协同联动机制，有助于研究者理解和把握中国情境下企业创新激励的宏观要素和微观机制，

从而增强实证研究的内在效果。

其次，本研究借鉴“组态视角”，运用QCA方法发现了影响创新绩效的组态具有多样性，以

及组态中各因素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性。不仅揭示了影响创新绩效的3种模式，还厘清了2类更

为有效的创新绩效提升机制，有助于深入解释创新这一受多重因素影响的复杂现象。并且，本

研究发现政策环境因素与组织文化因素均无法单独构成高与非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表明

政策环境层面与组织文化层面的6个条件是在联动匹配中共同作用于创新绩效。这进一步细化

和拓展了以往假定政策或文化各因素间相互独立起作用的统计分析所得出的研究结论。

最后，本研究发现了影响创新绩效的模式具有因果非对称性，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回归

研究对于无法解释企业创新成功的文献难以反过来应用到创新失败的管理实践中去的缺陷。

导致高创新绩效的创新模式与抑制创新的模式并非相互对立，即无法得出产生高创新绩效的

反面就会产生非高创新绩效的结论。同时，本文还发现成长类激励政策、创新价值观和创新行

为也具有非对称性。

（三）管理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企业管理者带来以下启示：

第一，政策环境因素与组织创新文化因素多重条件并发协同效应的存在揭示出创新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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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性。这意味着，面对竞争和创新压力，企业管理者不应盲目响应当前的创新政策，应对政

策倾斜与环境动态保持敏锐的感受力，针对自身创新需求及时响应符合条件的创新政策。同时

运用“整体视角”着力于组织创新文化的建设，使其与政策因素相适配，以达成有效的创新激励。

第二，高创新绩效的发生具有非对称性。因此，管理者不应通过传统经验总结低创新绩效

的原因推论高创新绩效为何产生，在激励创新的过程中应把握好各前因条件之间的动态匹配

关系以及核心条件的作用，通过准确把控内外条件的复杂联动关系有效激励创新。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构建了“政策—文化—创新”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以探索在不同的政策和文化因素组

态效应下企业的创新激励机制，得出3个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前因组态。但结论仍存在如下局

限，值得未来进一步探讨：第一，囿于研究目标和数据可得性，本研究未对案例企业进行行业细

分，而不同行业类型的企业，其创新文化和政策效用可能存在不同。未来研究可以根据企业行

业特性分析比较其创新模式的差异性，进一步细化本研究结论的同时增强其普适性。第二，问

卷调查兼具结构化优势以及深入现象不足的劣势（徐广平等，2020），其分析结果难以对具体现

象展开深入解析。未来可以考虑选取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案例企业进行更深入的访谈与追

踪，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来剖析创新激励机制，进而更好的回答“why”和“how”等研究问题。第

三，本研究只关注了政策环境与组织文化层面的因素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未来还可以从企业家

特征、社会网络关系等不同层次和视角构建更为全面的创新模型来探讨多重因素对创新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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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figuration on
Enterprises’ Innovation: A Study Based on fsQCA Approach

Shi Shengping,  He Xinyue,  Yang Gang,  Hong Jing,  Wang Shuanglong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Summary: This study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licy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First, it integrates the external policy factors for enterprises with the internal innovation culture factors to
build  an  integrated  analysis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i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Second, 42 enterprises in Chongqing City and Jiangsu Province are analyzed by using
configuration thinking and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while the multiple concurrent
factors and causal complex mechanisms affect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are discussed.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Single  policy environment  factor  or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culture  factor  cannot
effectively stimulate enterprise innovation, so it is necessary to jointly influenc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interactive matching. （2） The innovation model wit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olicy environment
and the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culture  is  the best  choice for  enterprises  to  achieve innovation
incentives, and there are two types of innovation models that produce high innovation performance,
namely the value-oriented model 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llaborative model. Among them,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llaborative model plays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an  the  other.  （3）  There  is  one  type  of  model  that  produces  non-high
innovative performance, and it is not in opposition to the two types of innovation models that produce
highly innovative performance. In other words, the non-high innovative performance model cannot be
used to derive the reasons for high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a reverse way.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extant literature in three aspects: First of all, the conclusion expands the innovation perspective of
the policy environment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matching, opens the “black box” of the process of
policy incentive transmission to the organization, helps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failure of innovation
policy incentive from the micro-level, and also enriches the discovery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theory at
the environmental level. Seco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iguration, various modes to impro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re found, as well as the interdependence among various antecedent conditions.
Finally,  the  asymmetry  between configuration  and condition  enhance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innovation phenomenon, and makes up for the defect of the extant literature that cannot be applied to the
explanation of  innovation failure.  Generally  speaking,  while  revealing the  linkage and match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licy conditions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culture on the circumstance of
China’s economical transitions, it not only helps researcher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interdependence and
causal complexity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but also provides ideas and solutions for managers to
effectively us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to stimulate innovation.

Key words: political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cultur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configuration effect; fsQCA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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